试析孔子继承商周礼乐的背景

——解读傅斯年先生之“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

周华

摘要：傅斯年先生曾对商、周文化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出“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的论断但未详明。实则从商、周礼乐制度的因袭变革再到孔子的学习、发扬礼乐的主张，各个时代之间的批判继承的线路是浑茫的，只可辨其大体，不存在十分理性的对应关系。立足此基本立场，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商、周礼乐文化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概述、分析，从客观史实的角度发掘傅斯年先生的话语背景，对其论断作出较为合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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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傅斯年先生在《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一文中有“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一语，但只作为说明孔子思想矛盾性的总结而未详述。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这一观点或多或少会引起后人的误会甚至臆断，认为孔子有在礼乐思想上有或者崇商或者崇周的倾向，由此将商周文明割裂开来。

商、周至孔子的时代处于不断从原始文化脱胎的过程,故而所谓的“宗教”和“政治”应该有具体的、历史的内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宗教”应主要是指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思想和现象；而舜命夔典乐是为了“教胄子”从而实现“神人以和”的先例则反映出，先秦的“政治”则主要是指政治教化及相关的政治制度，并且，礼乐教化正是政治教化的主要手段；先秦的“宗教”和“政治”几乎占据了除军事以外的先秦国家政治的全部内容。
本文将尝试对傅斯年先生这一未加详述的观点从客观史实的角度进行阐发：探究商、周礼乐制度的特点，从而在客观事实之上判定商、周礼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掘孔子礼乐主张倾向的背景。

二

商、周之文化去今已远，可考的文献资料以器物最为可信，而同时器物也确乎在先秦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比如：武王克商，“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即因礼器代表了王命所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历代礼仪的重点；而源于对自然敬畏的祭天礼与源于对祖先崇拜的祭祖礼仪则是祭礼的重中之重。分析殷、周的礼仪制度，都离不开这两大主题。

上古时代，诗、乐、舞合一。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可见，自三王五帝时代，乐舞就与国家礼制息息相关。

所以，接下来将从礼器、礼仪、乐舞这三大礼乐文化表现对如下问题进行考察：商、周的礼乐文化各自特点如何?从中可以看出二代之间礼乐文化怎样的关系？

（一）商代

殷商时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一个新的飞跃:从先商
时期开始，其文化便与同时的夏文化有很大区别，再经早商文化至晚商文化时期
，逐渐形成了商人的独特审美风尚所引领下的礼乐制度化倾向。

1、礼器

商人尚美味。《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可见，美味作为商人审美感受的重要来源之一，已被自然地运用到政治生活当中。所以，将其从美味中获得的快感和享受推广到献祭神灵的标准，对于“尚鬼，若祭祀、征伐、田渔、年岁、风雨等无事不以卜”
的商人来说亦是顺理成章的。考古研究亦表明，“早商文化的青铜礼器中有饮食器、酒器、水器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未见于夏文化” 
。 

加之，从现有的考古研究结果来看，“先商文化多采用耗时而细致的细绳纹来装饰器物，包括一般的日常生活器物……从早商文化晚期遗存中大量涌现的青铜礼器上，纹饰装饰手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还有夔纹、龙纹和虎纹等。”
商人偏好于礼器之上绘制大量精细繁复的花纹，并且这些纹饰在后来以猛兽作为主要图案。这首先充分说明了商人对礼的形式感的注重，而这些形式都出于作为行礼者的人的创造；再者，商礼的形式感愈加浓重:一开始是为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礼相对成熟之后，已经发展为有意识地通过形式的繁复变化来表达礼的内涵。
以上材料说明，个人意识在商礼当中起到的干预作用在商人这里得到了强化：如果说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是古人自发地对礼乐进行阐释，那么在商人而言，在礼器方面的礼乐阐释工作已经萌发了一定的自觉意识。

2、礼仪（以祭祀礼为例）

商人“尚鬼，若祭祀、征伐、田渔、年岁、风雨等无事不以卜”
。在武丁、祖庚时代，商人用占卜的方式探测天意和祖先的启示，以预测吉凶等实际目的为主，可以说是用简单的礼来阐释其行为的可行性。商人“无事不以卜”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占卜之仪的形态多样性；潜在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礼仪的具象形式与抽象内涵日渐结合紧密，这就为商礼进入“无事”亦卜的阶段时，经常性的占卜仪式固定下来并具有制度化倾向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所以大约从商代后期开始，没有具体目的的祭祖仪式开始变得频繁。

祭祀的频繁性、无目的性使得祭祀越来越“为礼而礼”，而不单纯是为了现实目的而“礼”。因为在这一阶段，商人（统治者）意识到，如何借用行礼的过程阐释礼、以达到其长期的政治目的（如：以保持与祖先的感应沟通来维护人心稳定、表现政治通明），要比借用礼仪来启示行动、以实现其短期目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出乎商人掌控之外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人和礼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提升，人与礼走向交融的状态；而相应地，自然神和祖先的神秘性就会有所削弱，《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武乙射天”
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以，对礼的本质的了解逐渐深入的商人，其礼仪的阐释工作也日渐自觉起来。 

3、乐舞

以商族后裔祭祀成汤的诗歌《商颂·那》为例：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那”即“多”，诗歌开篇便感叹乐舞规模的浩大；而后，该诗对各种乐器、乐音、乐舞进行了描绘:“简简”的鼓点节奏，“嘒嘒”的管声和鸣，交汇出和谐平稳之音，再添缀以“穆穆”磐声；鼓声振振、声势浩盛，《万舞》秩序有次、队列分明。各乐器的演奏不疾不徐，乐音与乐舞相配合，形成了视听双收的审美艺术效果。

而这场声势浩大的礼乐演出都是围绕“子孙敬仰成汤德行武功”这一主题进行的: 始有“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以鼓声愉悦先祖，感召祖先之灵；间有“于赫汤孙，穆穆厥声”，以罄声表达子孙对先祖的敬意；终有对先民开创功业的回溯，歌颂其“温恭朝夕，执事有恪”的兢兢业业之德，为后世子孙树立典范。祖先崇拜、集体精神、自勉意识，都糅合在乐章当中，成为了礼乐的灵魂。

形式上乐舞相谐，内容上情理相间，《商颂·那》是商礼在乐舞方面有意识地将形式与内容相糅合并使之统一的表现。正如方玉润所言：“音声之道，岂不微哉?是故审音以知乐，观乐而知德。非汤盛德，孰克当此？”
这对于后世周礼的“中和”特点以及孔子的 “文质”中和观都有深远影响。

尤其重要的是，探其背后，商人于无形之中将“礼”和人放置在了感召鬼神的高度，故其愈是重视与祖先的沟通感应以及乐舞的形式与内容的糅合，就愈是在提升商人自身以及表现为乐舞的“礼”的地位。由是，抽象的“礼”的意义不断地得到充实、扩大，“礼”的作用更是不断得到增强。虽然这一对礼乐的阐释性工作还应当处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其主要目的应不在礼乐本身而在于表情达意；但这的确为后世的礼乐阐释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典范意义。

4、小结

总体而言，商人对有商以来的礼乐进行了相对底层的阐释性工作:在重视礼器、乐舞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以及祭祀的制度化倾向方面，都表现出商人“礼”的自觉意识有了一定萌发；但或由于其对现实的目的性较之对礼乐的用心更胜一筹，或由于其日渐觉醒的个人意识缺少自觉的规范，所以仍然以自发的状态为主。 

（二）周代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可见，殷周之际是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关于变革，傅斯年先生分析道：“凡转变时代皆矛盾时代也”，“生此时代之思想家……自必以调和为途径……”
所以，周人的思想也应当是具有调和性的。

《史记》中记载：“成王在丰……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周代统治阶级希冀其威仪与德行之树立能够根深叶茂，故而：居其中，守在四夷；正礼乐，和同万民。

综上，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周代之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或可以“中和”二字囊括，并且几乎可以成为周人吸取商亡的经验教训之后所总结和实践出的各项制度的灵魂。而这也就意味着，周人对礼的阐释性工作在政治因子的催化下更为自觉：“中和”的时代内涵日益丰富；同时，以“中和”思想为统摄的周代礼乐制度亦逐渐成型。

然而，无论是在礼乐制度方面，还是在阐释礼乐的方法方面，周礼之于商礼在实质上都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1、礼器

从目前对出土先周器物的考古研究结果来看，商式铜器种类和数量最多，占主要地位。所以可以大致推断：“先周青铜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商文化……到了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具有一定周人风格的青铜文化”
。周人因袭了商代以青铜礼器为“重器”的观念，并且，“先周文化是一种高度发展的青铜时代文化……有成套的青铜礼器”
。可见，在先周时期，周人对商礼的学习和模仿是非常深入的，不仅以礼器表现礼，而且或已具有了以其较为朦胧的“礼”的要求来规范礼器的意识。

周人亦重视礼器的形状和图案的意义，但是由于周所异于商的文化独特性，周人根据自我的审美观念做出了改动，这是使得周代礼器与商代礼器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也是周代礼器在商代礼器基础之上有新的发展的内在条件。从周代建立以后周器的情况来看，“周器在动物纹饰的基础上，将几何纹饰补充进来。同时修正了商器圆鼓、浑厚的作风，突出棱角，显得方正，修长起来……”
。大体可以认为，周器的纹饰和图案的这一改动是其天然的审美偏好与“中和”思想结合的表现，这或可以作为周人对礼乐的阐释性工作在政治的指引下已经逐渐自觉的佐证。

2、礼仪（以祭祀为例）
如前所述，所谓“中和”有着广阔的政治背景，且与周人安国兴邦的愿望密切相关。所以，在如此复杂的心理的驱使之下，周人沿着晚商祭礼中自然神与祖先神秘性削弱的路径，对祭礼进行了创新。

以《诗经·大雅·大明》中的部分内容为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可见，周人认为其祖先成德升天，即成为天之意旨的代言人，能够保佑其子孙多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周人认为祖先与子孙的血缘关系使得祖先保佑较之遥不可及的天的庇佑而言更具有保证。所以，周代祭祖礼较之祭天礼更为频繁，也具有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则，周人以为祖先是以其崇高的德行功业成为“天意”的代言人，从而保佑周族天命不衰，因此，德行功业所浓缩成的“德”就成为了“天意”的核心内容之一。大抵在周人的观念当中，“德”既连接着祖先与天，又连接着现世的人与天上的祖先和神明，沟通着周人与其祖先和神明。所以，“德”的内涵不断扩大、加深，能够漫延到“礼”之外的层面，既容养又约束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

二则，从形式来看，结合目前研究，周礼的“常祀”（如：“禘”、“祫”）包含着诸多宗庙祭祀的内容。以“禘”为例。殷墟卜辞中的“禘”主要指一种献祭的方法，不是祭祀仪式的名称，所应用的神灵范围较广，多为四方神、高祖、自然神，献祭目的主要是求雨，求年。而在周代礼书中，“禘”祀便丰富了许多：祭天之“禘”、“终丧吉禘”、合祭群庙毁庙之主等含义兼而有之。可以看出，周代祭祖礼的比重明显增加
。并参前文所举《诗经·大雅·大明》一例，从内涵而言，可以见得周人比商人更充分地挖掘了礼的内涵，以祭祖礼为突破口，将血缘关系不断融入到礼仪当中，熔铸成了“孝”的精神动力。“孝”的提出，在“礼”之内的作用是沟通连接祖先和作为行礼者的子孙，在“礼”之外又具有引导人心和行为的力量。

“德”与“孝”是周人阐释周礼的两个重要成果，亦逐渐成为了“中和”思想的两大精神内核。它们近乎完美地贴合了周人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无论在社会风俗还是政治教化方面都起到了较为稳固的规范作用和有力的文明推进作用。

礼仪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于礼仪的不断阐释的过程，这一工作从礼仪诞生之始就从未间断。孔子推行的礼乐教化当中仍然包含了“德”与“孝”的基本内涵，是对周人阐释礼的基业的进一步修行。
3、乐舞
《史记·周本纪》有云：“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可见，周代的乐舞在制作之始就具有了政治色彩，包含了“中和”的政治理想。如前述，殷商之乐舞偏重于表情达意，对于乐舞本身的意义关注不深；故而，随着“中和”思想的生发，周代的乐舞较之前代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礼乐制度中也占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据《礼记·大宗伯》记载,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五礼各有其乐舞。军、凶二礼的乐舞主要是作为命令的象征，审美意义较弱，而其“中和”之大义于威仪中不言自明。其余三礼的乐舞则更具有观赏性，故而种目也较为丰富，可从功能方面大致分之为乐宾和节仪两类，前一类以娱乐作用为主，后一类以规范作用为主，“中和”的思想曲致而深刻地在这两大类乐舞当中得到了表现，因此我们对周礼乐舞的分析也以这两大类乐舞为主。

首先分析乐宾类乐舞。《礼记·乐记》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人的自然感情的抒发和相互感召是“乐”成其为“乐”的原动力。周礼虽然政治色彩浓烈，但这一原点仍然保有了足够的重视，所以乐宾类乐舞的基本内涵之一即是娱乐。但是也正因为人情往往不可自控从而需要理性的引导这一特点，礼乐在表达和泄导人情时就不能没有方向和界限，所以“乐宾”本身也必然包含着陶冶人情的内容。只不过在相对更为严格整肃的节仪类乐舞的映衬下，乐宾类乐舞显得更让人轻松自如罢了。从广义而言，周代乐舞的乐宾之仪的整体内涵体现了“中和”思想。

接下来分析周代礼乐的一大特色：节仪类乐舞。这一类乐舞之所以是周人的独创，仍然源于周代制度的大变革：宗法制的确立。在宗法等级分明的政治环境熏陶下，其独创性有如下表现。首先，“乐也者，节也”
，“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其以礼乐之小节来标示人伦之大节。进而，通过乐舞的进程“可以观德”
，既可以观乐舞所要表现的德行和作乐之人的德行，亦可以观得观乐之人随乐节表露的情态变化所反映的德行，由是则观乐可以知时政、察人心。但是，节仪类乐舞并不以审查和控制为旨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乐舞使人的精神平和、符合礼数，正如法律的产生和运用并不是为了惩罚违法者，而是为了使社会安稳太平。所以，节仪类乐舞的内涵仍然符合“中和”的原则；而且实际上，节仪类乐舞将形式与内涵结合得更为紧密也更加自然，其功能也更加强大，而这反映出的正是周人“中和”思想植根的深化。
因此，综合乐宾和节仪两大类乐舞来看，周礼乐舞的总体风貌是“中和”的，其具体表现又是对“中和”的发展与充实。周礼乐舞是周人的“中和”的思想根植在礼乐制度之中所绽放出的又一株丹葩。
4、小结

总而言之，周人对礼乐所进行的浩繁的阐释工作，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双重意义，并且这一阐释工作基本上是出于“中和”的政治理想所驱使的自觉的行为。因此，周代礼乐总体表现出了“中和”的审美风格和精神内涵。

三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商、周礼乐文化本身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而且商、周二代对于礼乐的阐释性工作更是前后相继的，为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所以，傅斯年先生所谓“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其话语背景是：商、周之礼乐文化前后相因而又各有千秋。商、周礼乐文化本身以及各自的礼乐阐释工作不能判然视之，更不能简单地对孔子与商、周礼乐之间的关系做出理性的对应。

参考文献

[1]《论语正义》[M].（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

[2]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2版

[3]《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北大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 12 月第 1 版
[4]（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2月

[5]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C].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6]傅斯年：《傅斯年经典文存》[M].洪治纲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8]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 年

[9]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

[10]余琳：《夏商周三代审美风尚与礼仪构建》[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0年4月

[11]栗建伟：《周代五礼乐仪考》[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On the Inheritance of Propriety and Music between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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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 Sinian had advanced that Confucius Succeeded Shang Dynasty in Religion and Followed Zhou Dynasty in Politics,which needs to be clearer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Actually,from the revolution between Yin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in propriety and music system to Confucian ideology about learn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priety and music culture,each era inherited in a mixed way,which can only be identified generally without causal relationships.Thus,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propriety and music culture of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with the time clues,which explores the backgrounds of the view by Fu Sinian to give it a reasonabl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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